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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与传统产业的主要差异在于其指数级增长方式和具有边际收益递增特征，其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是否与传统产业发展一致？从政府与市场维度，运用2010-2019年全国29个省级的面板数据，构建Moran'I指数，选取空间杜宾模型进行空间计量分析。结果发现政府政策、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关联产业以及城镇规模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起到了助推作用。空间自检验发现:市场对具有较高收益的金融业、城镇化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相比更具有偏好性，存在对新兴产业发展的抑制效应。这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在产业政策制定过程中考虑市场与政府结合的方式和机制，遵循数字经济中心规划布局精准施策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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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nd the traditional industry lies in its exponential growth mod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creasing marginal benefits. It is worth studying whether its spatial agglomeration and its factor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gglomeration from the two dimensions of government mechanism and market mechanism.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29 provinces and cities across the country from 2010 to 2019, the Moran'I index is constructed, and the spatial data is selected. The Bin model conducts a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agglom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spatial correlation in the agglome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es, and government policies, human capit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own scale have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agglome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ies. Through spatial self-examin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financial industry and urbanization represented by higher returns have a crowding-out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research conclusion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igital China" strategy to fully consider the method and mechanism of the combination of the market and the government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policy formulation, and to follow the planning and layou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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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的提出
全球科技创新活动空前激烈，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和创新格局。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产业和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科技含量高、带动能力强、成长潜力大、技术迭代快、联动效应强等特点，伴随着新兴产业和新兴科技的深度融合，近几年的发展呈现出迅猛的增长态势。前瞻产业研究院2019年发布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报告显示2018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规模突破23万亿元，达到数字经济规模60%；“十四五”时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0%。

产业集聚测度是分析和检验产业集聚程度的基础和重要依据，国内外学者对产业集聚展开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集聚测度、影响因素研究等方面。第一，产业集聚测度。集群一词最早是由韦伯提出来的[1]，到19世纪末，马歇尔第一次提出了产业集聚的概念。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主要是采用行业集中度、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区位熵指数、E-G指数等来测度相关产业的集聚程度以及专业化程度。Audretsch和Feldman（1996）得出了美国制造业产业集聚程度的区位基尼系数，并分析其成因[2]；Henderson运用赫芬达尔指数测算美国资本品产业的集聚程度进行了测度，并解释了资本品产业外部性的形成原因[3]；Haschka等采用贝叶斯随机前言分析方法对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政府干预对其起主导作用[4]；梁琦（2003）运用区位基尼系数测算得出我国制造业的集聚水平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并且内陆地区的集聚程度远远低于沿海[5]；王燕和孙超（2020）使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动态集聚趋势，指出产业协同集聚对其有着倒“U”型的关系[6]。可见，产业集聚的测度方法正在不断丰富和优化。第二，产业集聚影响因素。Marshall提出，企业在寻求规模报酬时，会促进产业的聚集，并利用劳动力、土地、区位条件、交通条件等资源优势，将其聚集起来[7]。Krugman（1991）提出追求市场需求规模是形成产业集聚的重要因素[8]。Potter认为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使得集聚效应越来越明显[9]。梁琦（2004）指出知识溢出效应对产业集聚产业产生了积极影响[10]；王燕和孙超（2020）从高新技术产业协同集聚角度出发，分析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11]。综上，产业集聚现象的产生原因包括外部经济、规模经济、人力成本、资源禀赋、相关支持产业、企业竞争、知识溢出等[12][13]。
近年来，随着我国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探索发展中，始终走在世界的前沿。在发展过程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效应明显，涌现出一批产业集聚区和龙头企业，但分布依然不均衡。在考虑空间外溢性的基础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空间依赖性如何？集聚水平如何？促进我国省域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的因素有哪些？这些因素会对相邻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产生作用吗？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将运用2010年至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空间集聚特征及产生这种现象的影响因素，希望对未来的产业发展政策有一定的参考和借鉴意义。
2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空间集聚水平测度
2.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水平对比分析

依据已有文献对产业集聚程度不同测度方法所需要的数据、特征及优劣进行比较，不同的集聚测度方法由于测度所需数据、测度范围、收集数据的难易程度不同，参考张三峰（2010）运用区位熵测度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程度[14]，最终选取区位熵测算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水平。虽然区位熵也有一定的局限性，无法反映行业的绝对规模，但却能形象地反映区域内产业的集聚程度差异，且区位熵指数的数据获取较为容易，因此可以衡量各个省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水平及其变化趋势。

对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度的测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为保证所得数据的准确性，仅考虑中国大陆内的29个省市，新疆、西藏及港澳台地区暂不考虑。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历年统计年鉴，测度了2010-2019年各省市的区位熵指数，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中国29个省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区位熵指数
	区域
	省市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均值

	东部
	北京
	3.848
	3.99
	4.134
	3.742
	3.785
	3.945
	3.937
	4.129
	4.715
	4.572
	3.848

	
	天津
	1.681
	1.552
	1.674
	1.475
	1.632
	1.606
	1.656
	1.684
	1.834
	1.796
	1.681

	
	河北
	0.372
	0.354
	0.401
	0.532
	0.472
	0.501
	0.533
	0.572
	0.532
	0.592
	0.486

	
	上海
	3.262
	3.555
	3.657
	3.035
	2.911
	2.895
	2.843
	2.873
	3.122
	3.658
	3.181

	
	江苏
	2.323
	2.285
	3.359
	3.208
	3.206
	3.148
	2.989
	3.028
	2.962
	2.654
	2.915

	
	浙江
	1.282
	1.133
	1.071
	0.938
	1.026
	1.182
	1.401
	1.588
	1.799
	1.598
	1.306

	
	福建
	0.259
	0.267
	0.354
	0.882
	0.923
	0.913
	0.946
	0.537
	0.529
	1.039
	0.665

	
	山东
	0.712
	0.729
	0.798
	0.779
	0.763
	0.924
	0.974
	0.962
	1.047
	1.013
	0.871

	
	广东
	3.599
	3.436
	3.173
	2.796
	2.914
	2.926
	2.967
	3.167
	3.176
	3.344
	3.150

	
	海南
	0.122
	0.57
	0.991
	1.006
	0.616
	0.688
	0.683
	1.749
	0.895
	0.840
	0.816

	中部
	山西
	0.696
	0.714
	0.924
	0.868
	0.874
	0.902
	0.921
	0.941
	1.014
	0.940
	0.880

	
	河南
	0.374
	0.477
	0.569
	0.548
	0.564
	0.608
	0.642
	0.909
	0.903
	0.855
	0.645

	
	湖北
	0.311
	0.285
	0.306
	0.314
	0.342
	0.371
	0.394
	0.463
	0.482
	0.495
	0.376

	
	湖南
	0.802
	0.873
	0.928
	0.917
	1.003
	0.956
	1.005
	1.180
	1.398
	1.281
	1.034

	
	安徽
	0.865
	0.836
	0.816
	0.833
	0.819
	0.762
	0.763
	0.774
	0.792
	0.765
	0.803

	
	江西
	0.579
	0.700
	0,767
	0.638
	0.684
	0.748
	0.752
	0.790
	0.874
	0.947
	0.748

	西部
	重庆
	0.418
	0.533
	0.739
	0.777
	0.843
	0.946
	1.047
	1.097
	1.228
	1.354
	0.898

	
	四川
	0.595
	0.659
	0.801
	0.793
	0.804
	1.072
	1.052
	0.940
	1.159
	1.186
	0.906

	
	贵州
	0.094
	0.140
	0.174
	0.180
	0.232
	0.282
	0.396
	0.456
	0.513
	0.578
	0.304

	
	云南
	0.049
	0.053
	0.060
	0.081
	0.068
	0.076
	0.087
	0.090
	0.119
	0.115
	0.080

	
	陕西
	0.635
	0.667
	0.432
	0.408
	0.465
	0.513
	0.569
	0.557
	0.669
	0.896
	0.581

	
	甘肃
	0.099
	0.087
	0.091
	0.085
	0.090
	0.117
	0.143
	0.120
	0.104
	0.132
	0.107

	
	青海
	0.184
	0.198
	0.194
	0.157
	0.154
	0.143
	0.164
	0.168
	0.255
	0.355
	0.192

	
	宁夏
	0.438
	0.293
	0.301
	0.285
	0.323
	0.298
	0.292
	0.395
	0.396
	0.591
	0.361

	
	广西
	0.219
	0.187
	0.253
	0.375
	0.151
	0.310
	0.332
	0.453
	0.236
	0.466
	0.298

	
	内蒙古
	0.032
	0.012
	0.030
	0.012
	0.045
	0.069
	0.087
	0.028
	0.051
	0.079
	0.063

	东北
	辽宁
	0.161
	0.184
	0.190
	0.373
	0.365
	0.370
	0.367
	0.372
	0.390
	0.397
	0.317

	
	吉林
	0.024
	0.029
	0.031
	0.032
	0.030
	0.029
	0.030
	0.029
	0.028
	0.023
	0.028

	
	黑龙江
	0.009
	0.13
	0.008
	0.013
	0.012
	0.015
	0.016
	0.012
	0.013
	0.013
	0.012


2.2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时空演化分布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变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水平通过内涵式集约发展与外延式规模扩张路径，产业集聚演化在时间、空间上都表现出相应的变化[15]。表2显示2010、2016、2019这三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区位熵排名前10的分布情况；图2显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区位熵在全国的分布情况。
表2  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区位熵排名前十名省市

	年份
	排名
	省市
	区位熵
	年份
	排名
	省市
	区位熵
	年份
	排名
	省市
	区位熵

	2010
	1
	北京
	3.848
	2016
	1
	北京
	3.945
	2019
	1
	北京
	4.572

	
	2
	广东
	3.599
	
	2
	江苏
	3.148
	
	2
	上海
	3.658

	
	3
	上海
	3.262
	
	3
	广东
	2.926
	
	3
	广东
	3.344

	
	4
	江苏
	2.323
	
	4
	上海
	2.895
	
	4
	江苏
	2.654

	
	5
	天津
	1.681
	
	5
	天津
	1.606
	
	5
	天津
	1.796

	
	6
	浙江
	1.282
	
	6
	浙江
	1.182
	
	6
	浙江
	1.598

	
	7
	安徽
	0.865
	
	7
	四川
	1.072
	
	7
	重庆
	1.354

	
	8
	湖南
	0.802
	
	8
	湖南
	0.956
	
	8
	湖南
	1.281

	
	9
	山东
	0.712
	
	9
	重庆
	0.946
	
	9
	四川
	1.186

	
	10
	山西
	0.696
	
	10
	山东
	0.924
	
	10
	福建
	1.039


从时间上看，这三年期间北京、广东、上海、江苏的区位熵一直处于前四的状态，且其值远远高出其他省市，说明北京和上海作为直辖市在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集聚水平和集聚程度稳定性较强。其中，北京市集聚水平最高，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水平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主要原因是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其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有较好优势。上海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水平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主要源于上海是首批开放的重点沿海城市，作为国家的金融中心和经济发展的引擎得到政府政策的较多支持，其次是上海市拥有的64所高等院校，聚集了大量的高素质人才[16]。广东省拥有改革开放最早的两个城市广州和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获得了发展信息技术产业的各种资源，超过了全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江苏省南京市自2010年以来就有“中国软件名城”的称号[17]，软件业务发展在中国遥遥领先，因此江苏省信息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也在全国领先。天津和浙江紧随其后，虽然区位熵值和位于前四的北京、广东、上海、江苏有一定的差距，但仍明显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主要得益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空间溢出效应，天津和浙江分别位于该产业发展水平最高的京津冀地区和长三角地区。湖南在这三个时期都排名第8，发展比较平稳，在“十四五”时期明确指出要重点布局新一代移动通信服务。山东在2016年前区位熵指数均排名前10，主要在于山东是我的工业门类最齐全的省份，在信息制造业和工业互联网方面有一定优势[18]。在2010年四川和重庆区位熵均没有进入前10，但2016年后其区位熵均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上，并形成了成渝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集群，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四大集聚区之一。

从空间上看，2019年与2010年相比较，全国各省市的区位熵指数增加，说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水平总体上升了。从局部上看，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水平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对比2010和2019年各个省市的区位熵指数，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分布表现出由东部地区向中部、西部地区过渡的趋势，这表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在集聚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定的空间外溢效应。经过十年时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形成四大产业集群，即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而湖南、福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迅速，成为产业集聚的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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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0年和2019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区位熵分布情况

特别说明：该图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1593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3 研究设计
3.1研究假设

3.1.1基于政府维度

政府在培育产业、形成发展壮大的支撑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与对外开放水平提升两个方面。一个新兴产业的培育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政府对某一产业的扶持表现在税收优惠、财政支持、人才引进政策、制定产业规划及建设发展基地等方面[19]。自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提出以来，从国家到地方开始制定各项规划，出台相应产业支持政策，引导资金、人才、技术进入信息技术产业，促使该行业得到快速的发展。国家和地方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将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起到促进作用。于此，本文做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H1：政府政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说明开放的发展环境有助于产业的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某地产业的发展不仅有本国资金、技术、人才的参与，引进外资也有助于扩大经营和形成产业集群，对外开放水平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水平有着正向影响。于此，本文做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H2：对外开放水平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有显著的正相关性。

3.1.2基于市场维度

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有效方式，劳动、资本、技术是发展产业最基本的要素。因此，基于市场维度，本文将从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关联产业和城市规模这四个方面提出研究假设。

人力资本。在马歇尔的集聚理论和波特的钻石模型中，都指出人力资本是发展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和人才密集型产业，对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要求较高[20]，高层次的人力资本可以产生高的知识密度，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从而提高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和企业收益。基于2010-2019年集聚程度测度分析，可以看出北京、上海、广东的高校数量远多于其他省市，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水平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H3：人力资本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有积极影响。

创新能力。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创新史，美国硅谷发展就是较好的经验证据。创新环境是形成产业集聚区的核心要素，企业间的集群发展将各类优势资源聚集在一起，企业间的竞争与合作有助于不断激发创新活力，从而不断完善整个创新生态。以重庆市为例，其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水平从2010年的0.418增长到2019年的1.354，大量重点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和电子制造业、互联网企业的入驻使其技术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于此，本文提出第四个假设：

假设H4：创新能力提升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具有积极影响。

关联产业的发展。关联产业发展是影响某一特定产业集聚发展因素之一[2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不仅包含制造业，也包含技术研发设计、金融服务、现代物流、商务服务、零部件配套生产等相关产业，这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为核心配套的关联产业发展会对其产业集聚产生积极影响。但由于企业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追求，对高收入弹性产业需求较大，短期内促进资源流入投资收益较高行业，可能导致对新兴产业投资不足。于此，本文提出第五个假设：

假设H5：关联产业发展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有积极影响，但也可能存在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抑制效应。
城镇规模。城市经济学认为，城镇规模和城市中产业发展效益呈正相关关系。一方面，城镇规模越大，人才就会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企业获得劳动力的成本也会降低，该地区基础设施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也更高，也就是说，城镇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随着城镇规模扩大，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需求将会随之增长，而相关产业的需求也会增加，从而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但由于“土地财政”的高收益和“城镇扩张”的政绩偏好，这可能对新兴产业投入产生漏出效应。于此，本文提出第六个假设：

假设H6：城镇规模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具有积极和挤出的双重效应。
3.2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3.2.1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本文研究的问题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的影响因素，所以采用2010-2019年所研究的全国的29个省市的区位熵作为因变量，用LQ表示。

（2）解释变量。在基于市场和政府两个维度提出的研究假设基础上，选取以下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由于被解释变量区位熵是一个相对值，为减小误差，解释变量均采用相对值。

① 政府政策：各个省市政府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可以通过财政支出数量衡量，用各省市一般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占比与全国一般财政支出中科学技术支出占比的比值来衡量政府政策对集聚的影响程度，用GOV表示。

② 对外开放水平：用各省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在各省市GDP中所占的比重，再比上全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在全国GDP中所占的比重，用OPEN表示。

③ 人力资本：一般来说，平均受教育年限、人力资源投资总额以及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是衡量人力资本水平的重要指标。本文选取各省市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全国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比值来衡量各省市的人力资本水平，用HR表示。

④ 创新能力：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属于技术密集型和智力密集型产业，由于专利申请数最终不一定转化成实际的利益且实际成果考察不便，而技术市场成交额是目前已经发生的，能创造真正的价值。因此，用各省市的技术市场成交额与全国平均技术市场成交额相比的比值衡量创新能力，用CREA表示。

⑤ 产业关联：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有人才密集、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特点，考虑到已经选取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技术市场成交额来衡量人才和技术创新，故选取金融业作为关联产业，运用各个省市金融业占总GDP的比重与全国金融业占全国GDP比重的比值来衡量产业关联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影响程度，用RELA表示。

⑥ 城镇规模：由于人口密度是根据人口的多少以及区域的规模大小来进行计算的，因此，衡量解释变量中城镇规模的指标是各省市的城市人口密度与全国的城市人口密度相比的比值，用SCA表示。

3.2.2数据来源

选用数据除区位熵指数根据相关指标测算外，其他数据均来自于2011-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市统计年鉴；其中，人力资本数据还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官网数据。

3.2.3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假设以及变量选取，结合空间计量模型的一般表达式，以2010—

2019年我国29个省市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相关的各省数据指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如下：
空间滞后模型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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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误差模型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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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杜宾模型的表达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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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空间计量模型中各符号所表示的含义详见表3。
表3  空间计量模型中各符号的含义

	符号
	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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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解释变量的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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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自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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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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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间滞后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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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的系数


4 实证分析
4.1空间自相关检验

在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之前首先要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借鉴任英华（2010）使用基于地理相邻关系来构建空间权重矩阵研究金融集聚的影响因素[22]，以（0-1）邻接矩阵为本文空间计量分析的权重矩阵。在确定使用空间计量方法之前，必须要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一般采用莫兰指数（Moran'I）来进行度量。其计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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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兰指数的取值范围为[-1，1]。如果莫兰指数的值大于0时，则代表变量之间存在空间正相关；反之，则代表变量之间是空间负相关关系；当其值为0或者趋向于0时，说明变量间不存在空间相关性。测算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2010-2019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莫兰指数

	    年份
	莫兰指数
	P值

	2010
	0.205
	0.035

	2011
	0.234
	0.020

	2012
	0.303
	0.008

	2013
	0.353
	0.005

	2014
	0.319
	0.007

	2015
	0.319
	0.007

	2016
	0.335
	0.004

	2017
	0.395
	0.003

	2018
	0.307
	0.005

	2019
	0.307
	0.007


通过表4可知，2010年至2019年莫兰指数都大于0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从全局来看，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

根据Moran散点图，对2010年、2016年、2019年各个省市莫兰指数的空间分布情况进行整理，见表5。其中，第一象限表示高值和高值相邻，第二象限表示低值和高值相邻，第三象限表示低值和低值相邻，第四象限表示高值和低值相邻。
表5  2010-2019年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水平的空间格局变动
	[image: image25]年份
	H- H

（第一象限）
	L- H

（第二象限）
	L-L

（第三象限）
	H-L

（第四象限）
	两象限

之间

	2010
	江苏、安徽、浙江、湖南、天津、上海、北京、广东
	山东、江西、福建、广西、海南、河北
	黑龙江、山西、宁夏、河南、云南、贵州、吉林、甘肃、陕西、重庆、四川、内蒙古
	青海
	湖北、辽宁

	2016
	江苏、安徽、浙江、湖南、四川、天津、上海、北京、广东
	山东、江西、广西、河北、青海
	黑龙江、宁夏、河南、湖北、云南、贵州、辽宁、甘肃
	福建、海南、重庆、吉林、陕西、
	山西、内蒙古

	2019
	江苏、浙江、湖南、福建、天津、上海、北京
	山东、安徽、江西、广西、海南、河北、
	黑龙江、山西、宁夏、河南、湖北、云南、贵州、吉林、青海
	广东、重庆、四川
	辽宁、内蒙古


结果表明，全国各省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空间自相关程度较高，且呈现出较强的空间分布特征，这与全局莫兰指数得出的结论保持一致。从局部来看，江苏、浙江、湖南、上海、天津、北京等省市从2010年到2019年处于一直高—高集聚区域，并且2019年位于第一、三象限或者在第一、三象限边缘的省市超过一半，这更加证实了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有很强的正空间相关性，即该产业集聚水平高的地区其相邻地区水平集聚水平也高。

4.2估计结果

由莫兰指数的结果可知，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存在空间依赖性，为了使估计结果有效，需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在决定选择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之前，先进行豪斯曼检验，在1%的置信水平上豪斯曼检验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本文应当选取固定效应模型[23]。

进一步判断具体应该选择何种固定效应模型。参考陈振环（2021）提出的固定效应中面板模型的选择方法对模型进行LR检验，那么如果P值均拒绝原假设，就意味着参数约束失效，应该选择双向固定效应[24]。检验结果见表6。
表6  LR检验结果

	lrtest both ind

	Likelihood-ratio test
	LR chi2(6)=54.192

	
	Prob>chi2=0.000

	lrtest both time

	Likelihood-ratio test
	LR chi2(6)=63.584

	
	Prob>chi2=0.000


结果显示，P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说明选择空间时间双固定模型是优于空间固定模型或者时间固定模型。结合上文的豪斯曼检验结果，本文采用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

然后，通过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和稳健的拉格朗日乘数检验初步选择出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结果见表7。
表7  LM检验结果

	
	LM检验
	    统计值
	   P值

	Spatial error
	Lagrange multiplier
	6.924
	0.005

	
	robust LM (error)
	7.246
	0.031

	Spatial lag
	Lagrange multiplier
	6.182
	0.020

	
	robust LM (lag)
	2.046
	0.068


根据表7检验结果可知，LM-lag和robust LM-lag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拒绝原假设；LM-error和robust LM-error也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这从侧面验证了统计量是存在空间相关性的。LM-error的统计值和显著性水平均高于LM-lag，说明选择空间误差模型将得到更优的结果。进一步分析，由于LM-lag、LM-error、robust LM-lag、robust LM-error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此时最优的选择应该是空间杜宾模型。最后，为了得到最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同时验证所得结果是否与LM检验相一致。将空间误差模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对比，再选择最优的一个，具体结果见表8。

表8  模型估计结果

	 
	SEM
	SLM
	SDM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系数
	P值

	Main
	
	
	
	
	
	

	GOV
	0.518**
	0.016
	0.429**
	0.012
	0.632***
	0.000

	OPEN
	0.067
	0.219
	0.002
	0.438
	0.076**
	0.034

	HR
	0.352
	0.118
	0.324*
	0.085
	0.206**
	0.048

	CREA
	0.009*
	0.064
	0.043**
	0.028
	0.185**
	0.039

	RELA
	0.342**
	0.035
	-0.916*
	0.056
	0.163*
	0.0718

	SCA
	0.035*
	0.075
	0.183**
	0.023
	0.068***
	0.003

	Wx
	
	
	
	
	
	

	W*GOV
	-
	-
	-
	-
	0.721*
	0.065

	W*OPEN
	-
	-
	-
	-
	0.005
	0.620

	W*HR
	-
	-
	-
	-
	0.784**
	0.028

	W*CREA
	-
	-
	-
	-
	0.030***
	0.009

	W*RELA
	-
	-
	-
	-
	-0.150***
	0.001

	W*SCA
	-
	-
	-
	-
	-0.247***
	0.007

	ρ
	-
	-
	-0.349***
	0.003
	0.454***
	0.000

	λ
	-0.627***
	0.000
	-
	-
	-
	-

	R2
	0.641
	-
	0.572
	-
	0.682
	-

	Sigma2
	0.014***
	0.000
	0.019***
	0.003
	0.004***
	0.002

	Log-likelihood
	89.281
	-
	102.750
	-
	135.294
	-


注：* p < 0.10, ** p < 0.05, *** p < 0.01
对比三个模型中R2、sigma2以及Log-likelihood 值的大小以及各个参数估计值系数，可知，三个模型中空间杜宾模型是最合适的，其拟合度也是最优的。并且，除W*OPEN之外，所有变量的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这和LM检验所得的结果相一致。所以，本文选择对该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进一步分析。

由空间杜宾模型的估计结果可知，政府政策、对外开放水平、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关联产业以及城镇规模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起到了助推作用，其中，政府政策对集聚效应的影响最大，系数为0.632。政府可以通过增加科技投入引导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创新方向，从而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发展。根据空间杜宾模型结果可以判断相邻地区自变量对本地区因变量产生的影响。W*GOV、W*HR、W*CREA的系数均为正数，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从空间经济学来看，某一省份的政府政策、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相邻区域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W*RELA、W*SCA的系数为负值，说明一个省市的金融产业发展、城镇规模带来的房地产业扩张，这些行业的高收益吸引了大量资本和高技术人才流入，可能会对邻近地区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产生抑制。可能的原因是以省域为地理单位展开研究，特定省（直辖市）或许更倾向于集中发展某个产业，那么相关产业的发展会对该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进而影响邻近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集聚发展；区域规模的扩张可能会对相邻地区的发展造成一定负面影响，比如大城市和中心城镇的虹吸效应。W*OPEN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难以通过空间机制来影响邻近地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聚集[25]。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结论

产业集聚是推进现代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根据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状况、集聚水平和空间布局的测度评价，以及对影响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的因素所做的实证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1）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但不同省市的产业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且存在着明显的不均衡现象。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和成渝地区已形成集聚中心，具有较高的集聚度和较高的发展水平，西部发展相对滞后，而各个集聚中心明细产业之间的集聚程度也存在较大差距。

（2）人力资本、创新能力、产业关联、城市规模、政府政策和开放水平等因素都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产生积极的作用。这表明，培育高素质科技管理人才，持续推动大众创新，推动相关产业发展，持续推进城区建设，政府实施扶持政策，持续提升开放水平，都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具有积极意义。

（3）通过空间自检验发现，与传统产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差异的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集聚具有一定的空间关联性，且这种空间关联性产生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其中，政府政策、人力资本、创新能力可能对相邻地区该产业集聚产生积极影响；以较高收益为代表的金融业、城镇化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却存在挤出形式的负面效应，短期看这是市场自我利益选择的结果。

5.1政策建议

根据研究结论，为实现优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结构和实现其持续快速发展目标，促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出以下相关政策建议。

（1）进一步提升产业空间集聚水平。一是继续做大以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四大产业集群[26]。发挥产业集聚区信息交流、协同发展和创新发展优势，提高全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水平[27]。二是提高集聚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发挥产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利用总部经济，增强城市的竞争力、吸引力、创造力和影响力，从而实现技术溢出和产业溢出。三是注重不同区域产业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深入挖掘各地的资源禀赋，协调各地产业分工，避免产业同质化发展。

（2）增加财政扶持力度。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离不开财政资金支持和政策的保障，要加快形成政府引导、金融扶持、企业参与、群众自主的产业发展思路。增加政府的扶持力度，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大政策向中部和西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集聚程度不太明显的地区倾斜。注重对一些创新型的中小企业的帮扶，准入机制、投融资政策以及纳税优惠等方面给予适当的政策优惠[28]，在未来前景好的重点领域引入政府专项资金进行投资，为产业发展提供积极、健康、有活力的发展环境。

   （3）营造政府与市场对新兴产业偏好的氛围。经过多年发展，以金融业和房地产为代表的高收益产业，随着新时代新经济新阶段城镇化下半场的到来，原有传统产业发展模式和路径难以为继，其对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抑制作用或挤出效应将会降低。转变城镇化进程中政府对“土地财政”形成的偏好，引导传统企业金融资本、高技术人才流入以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强化相关产业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支撑作用，推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
（4）促进产业融合发展。为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开辟新的价值空间，我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将持续向“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方向发展。在具有显著集聚效应的地区，积极促进产业融合，有助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入到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领域，更好地发挥产业集聚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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